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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虚无论”考议
刘虹男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摘 　 　 要】 在中世纪早期法兰克政治史研究领域，传统观点通常是将达戈贝尔一世去世后

的百余年称为“懒王时代” ，意在表明该时期的墨洛温诸王虽有国王之名，却无国王之权。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现代史学的发展，一些西方学者从文本信度的角度对此观点进行重

新审视，认为墨洛温晚期的诸位国王并不比其列祖列宗更软弱。 然而，在对法兰克核心历史

文献的相关文字信息进行细致梳理之后可以看出，上述两种说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罅隙。
实际上，自 ７ 世纪中叶开始，尽管墨洛温诸王手中依旧握有一定的显性权力，但是，继承制度

的缺陷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都在不断侵蚀墨洛温王室的统治根基。 墨洛温王朝中后

期王权渐趋衰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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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开始，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史学在反传统的社会浪

潮中饱受质疑和诟病。 不论是德国学者卡尔·兰普勒希特（Ｋａｒｌ Ｌａｍｐｒｅｃｈｔ） 引起的“方

法论论争” （Ｍｅｔｈｏｄｅｎｓｔｒｅｉｔ） ，还是法国学者亨利·贝尔（Ｈｅｎｒｉ Ｂｅｒｒ）主张的“历史综合论”
（ ｌａ ｓｙｎｔｈè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 ，抑或是美国学者詹姆士·哈维·鲁滨逊（ 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ｖｅｙ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提倡的“新史学”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ｙ） ，其目的均在于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更新兰克学派专

注史料的传统史学范式。①西方史学发展史上的这一关键动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趋

于成型并在 ２０ 世纪中期以后大行其道。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兰克政治史研究受到熏

染，开始对 ２０ 世纪中期以前的诸多传统说法展开反思。 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代表意义的

当数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虚无论”的重新审视。
按照《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 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ｄｅ Ｆｒéｄéｇａｉｒｅ） 、《法兰克

王家年代记》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ｒｏｙａｌｅｓ ｄｅｓ Ｆｒａｎｃｓ） 、《梅斯年代记》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Ｍｅｔｚ）和《查理大帝

传》 （Ｌａ ｖｉｅ ｄｅ 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等加洛林早期史书的记载，在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

克三世（Ｃｈｉｌｄéｒｉｃ ＩＩＩ，７４３—７５１ 年在位） 之前，墨洛温王族早已失去一切权力，并一直处

于加洛林宫相的控制之下；最终，在法兰克权贵和罗马教宗的同意下，丕平三世（ Ｐéｐｉｎ
ＩＩＩ，７５１—７６８ 年在位）取代希尔德里克三世成为法兰克国王。②在此后的千百年间，墨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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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虚无”的说法一直被人们作为“信史”而代代相传。 直至 ２０ 世纪初，
人们依旧认为加洛林早期史书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国王极具讽刺意味的描述是不可争

辩的事实。 学界也通常将自 ６３９ 年达戈贝尔一世（Ｄａｇｏｂｅｒｔ Ｉ，６２３—６３９ 年在位） 去世至

７５１ 年希尔德里克三世下台的百余年称为“懒王时代” （ éｐｏｑｕｅ ｄｅｓ ｒｏｉｓ ｆａｉｎéａｎｔｓ） ，旨在表

明当时的墨洛温诸王已无实权可言。①
不过，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现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华莱士－海德里尔（Ｗａｌ⁃

ｌａｃｅ－Ｈａｄｒｉｌｌ） 、罗萨蒙德·麦基特里克（Ｒｏｓａｍｏｎｄ ＭｃＫｉｔｔｅｒｉｃｋ） 和保罗·佛拉克里（ Ｐａｕｌ
Ｆｏｕｒａｃｒｅ）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开始对加洛林早期文本的信度提出质疑，进而引发学术

界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虚无论”的历史反思。 华莱士－海德里尔认为，从克洛塔尔

三世（Ｃｌｏｔａｉｒｅ ＩＩＩ，６５７—６７３ 年在位） 和希尔德里克二世（ Ｃｈｉｌｄéｒｉｃ ＩＩ，６６２—６７５ 年在位）
两兄弟到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墨洛温王朝中后期诸王留下多达 ７５ 份王室文书，这

足以证明他们的权力并不比之前的国王差多少；“他们作为一个王朝的终结虽说平静，但

却突然”②。 他 的 学 生 佛 拉 克 里 在 此 论 断 的 基 础 上，又 举 例 论 证 希 尔 德 贝 尔 特 三 世

（Ｃｈｉｌｄｅｂｅｒｔ ＩＩＩ，６９５—７１１ 年在位） 和希尔佩里克二世（ Ｃｈｉｌｐéｒｉｃ ＩＩ，７１５—７２１ 年在位） 等

人并非所谓“懒王” 。 在他看来，加洛林史家贬低墨洛温诸王的行为，是一场大规模意识

形态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证明和加强加洛林王朝的统治权力。③ 马修·英

尼斯（Ｍａｔｔｈｅｗ Ｉｎｎｅｓ）等人也多次强调，６８７ 年泰尔特里（Ｔｅｒｔｒｙ）战役的胜利并没有让丕平

二世（Ｐéｐｉｎ ＩＩ，６８０—７１４ 年任宫相） 立即控制法兰克王国。④ 麦基特里克则以“丕平称

王”为例，全面质疑加洛林早期文本的可靠性。 她认为，加洛林史家有意对前代史事进行

编排与取舍，旨在证明加洛林家族代替墨洛温家族统治高卢的合理性，其传达的不过是

一种“权力幻想” ，并非历史事实。⑤
毋庸讳言，现代史学从加洛林叙述性文本信度及史家意图角度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

“王权虚无论”进行考究、甄别和批判，是其求真辨伪精神的必然结果，的确有助于人们更

加准确地把握和使用加洛林早期历史文献。 但是，如果在语言学转向（ ｔｏｕｒｎａｎｔ 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ｑｕｅ）的思维方式中过分强调这些文本所宣扬的“加洛林政治意识” ，就会割裂历史本原

与历史阐释之间的关系，结果从另一个方面走向极端，即加洛林早期叙述性文字材料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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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的史学家通常用“无用王” （ ｒｅｘ ｉｎｕｔｉｌｉｓ）形容手中没有实权的国王；法国近代史学

家们则用“懒王” （ ｒｏｉ ｆａｉｎéａｎｔ） 来讽刺那些不具备统治权的国王。 Ｅｄｗａｒｄ Ｐｅｔｅｒｓ，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 ａｎｄ 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Ｖｔ．： Ａｓｈｇａｔｅ， ２００１） ， ｐｐ． ２５５－
３０５， ｐ． ５４０．
Ｊ． Ｍ． Ｗａｌｌａｃｅ－Ｈａｄｒｉｌｌ，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Ｈａｉｒｅｄ Ｋｉｎｇｓ （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 ｐ．
２３７， ｐ． ２４５．
Ｐａｕｌ Ｆｏｕｒａｃ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ｒｏｖｉｎｇｉａｎｓ，” 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ｄ．
Ｊｏａｎｎａ Ｓｔｏｒｙ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 ｐｐ． ５ － １９； Ｐａｕｌ
Ｆｏｕｒａｃｒｅ，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ｒｔｅｌ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３） ， ｐ． ５４， ｐ． ６５．
Ｍａｒｉｏｓ Ｃｏｓｔａｍｂｅｙｓ，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Ｉｎｎｅｓ， Ｓｉｍｏｎ ＭａｃＬｅａｎ （ ｅｄｓ．） ， Ｔｈｅ Ｃａｒｏｌｉｎｇｉ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 ｐｐ． ３８－３９．
Ｒｏｓａｍｏｎｄ ＭｃＫｉｔｔｅｒｉｃｋ，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ｙ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ｏｌｉｎｇｉａ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１５， ｎｏ． ４６０ （Ｆｅｂ． ２０００） ： １－２０． 关于加洛林早期文本中“懒王”叙述的政治意

图，我国学者也有研究成果面世。 详见朱君杙：《 “墨洛温懒王”历史叙述的政治意图》 ，《经济

社会史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不可信。 换言之，在法兰克政治史研究领域，西方史学新旧范式的交锋，既证明了传统观

点存在的问题，又暴露出新结论的不妥之处。 正因如此，本文希望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

及经验教训的同时，打破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藩篱，结合两者优势对墨洛温王朝

中后期“王权虚无论”进行考究：首先概述墨洛温王朝中后期上层统治结构，然后阐明王

权运行曲线，最后论证王权渐趋衰败的内在机理。 如此一来，对于墨洛温王权的走向与

归宿，或许就不会百思不解，对于法兰克文明发展历程的认知也会更为全面。

一、墨洛温王朝中后期上层统治结构

对于在奥斯特拉西亚发迹的加洛林家族而言，早在墨洛温与加洛林两朝交替之际，
他们便已开始督导史书的编修工作。 及至《查理大帝传》问世之前，许多加洛林史学作品

均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历史有所提及，其中比较典型的当数 ８ 世纪中前期开始编纂的

《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 （以下简称《续编》 ） 。 该书共 ５４ 章，涵盖 ６４３—７６８ 年间的法兰

克历史信息。① 从文本内容来看，《续编》在墨洛温王权衰败问题上的表述较为含蓄，仅

在 ７１４ 年丕平去世后才指出，６８７ 年泰尔特里战役结束后丕平二世成为法兰克人的实际

统治者。② 在此之后，《法兰克王家年代记》 的 ７４９ 年条目有言，教宗扎迦利（ Ｚａｃｈａｒｉｅ，
７４１—７５２ 年在位）指示丕平三世将拥有王权的人称为国王比将占有王位的人当作国王更

好，其意在表明法兰克宫相已行国王之权。③ 主体部分完成于 ８０５ 或 ８０６ 年的《梅斯年

代记》不仅确认墨洛温诸王“只有国王之名，却无国王之权”的说法，而且还在原有基础上

进行增补和扩展，反复强调加洛林家族自古以来的王者地位。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加洛林早期文本的说法与墨洛温王朝史料中有关国王的记载

存在诸多相左之处。 如果仅根据加洛林史家的某些说辞便得出“国王无实权”的结论，那

么人们将难以深入理解墨洛温王朝中后期政局的复杂性与多变性。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
在细致梳理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所载墨洛温诸王史事的同时，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

由国王、王太后及辅政大臣共同构成的法兰克上层统治结构及其特点展开探讨，也就成

为一项虽具体而微但却十分必要的工作。
从 ６３９ 年达戈贝尔一世去世算起，到 ７５１ 年希尔德里克三世下台为止，墨洛温王朝中

后期历时 １１３ 年，共有 １５ 位国王，其中既包括正统君主，也包括僭位者。 考虑到法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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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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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第 １—３３ 章主要记载墨洛温王朝的历史。 有关这部著作的文献学解

读， 参 见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Ｄｅｖｉｌｌｅｒｓ ｅｔ Ｊｅａｎ Ｍｅｙｅｒｓ （ ｔｒａｄ． ｅｔ ｅｄｓ．） ， Ｆéｄéｇａｉｒｅ． 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ｔｅｍｐｓ
ｍéｒｏｖｉｎｇｉｅｎｓ （Ｔｕｒｎｈｏｕｔ： Ｂｒｅｐｏｌｓ， ２００１） ， ｐｐ． ５－５３； Ｊ． Ｍ． Ｗａｌｌａｃｅ－Ｈａｄｒｉｌｌ，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Ｆｒｅｄｅｇａｒ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ｎｓ Ｌｔｄ， １９６０） ， ｐｐ．
ｉｘ－ｌｘｉｉｉ； 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 ，第 １－８５ 页。
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 ，第 １８５ 页。
陈文海译注：《法兰克王家年代记》 ，第 ９４－９５ 页。 关于“丕平称王”的问题，我国学者已有较

为详尽的研究。 详见李隆国：《加洛林早期史书中的丕平称王》 ，《历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该书属于年代记体的编年史，其主体部分是在 ８０５ 或 ８０６ 年编撰完成的 ６８７－８０５ 年条目，涉
及墨洛温王朝最后 ６４ 年的史事。 Ｐａｕｌ Ｆｏｕｒａｃｒｅ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Ｇｅｒｂｅｒｄｉｎｇ， Ｌａｔｅ Ｍｅｒｏｖｉｎｇｉａ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ａ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６４０ － ７２０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 ｐｐ． ３３０－３４９；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Ｈｅｎ， “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Ｍｅｔｚ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ｒｏｖｉｎｇｉａｎ Ｐ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ｅｄｓ．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Ｈ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Ｉｎｎｅｓ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 ｐｐ． １７５－１９０．



王国境内的两个“二级王国” ，即奥斯特拉西亚王国（Ａｕｓｔｒａｓｉｅ）和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

国（Ｎｅｕｓｔｒｉｅ－Ｂｏｕｒｇｏｇｎｅ） ，在此期间经历了“和平—内战—统一”的变化过程①，墨洛温王

朝中后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 ６３９—６７５ 年、６７５—６９１ 年和 ６９１—７５１ 年。
第一阶段自达戈贝尔一世去世至希尔德里克二世被杀（６３９—６７５ 年） 。 该时期法兰

克境内曾有 ６ 位国王在位。 除“继子”希尔德贝尔特（Ｃｈｉｌｄｅｂｅｒｔ ｌ’Ａｄｏｐｔé，６５６—６６１ 年在

位）外②，其余 ５ 位国王，即西吉贝尔特三世（ Ｓｉｇｅｂｅｒｔ ＩＩＩ，６３３—６５６ 年在位） 、克洛维二世

（Ｃｌｏｖｉｓ ＩＩ，６３９—６５７ 年在位） 、克洛塔尔三世、提乌德里克三世（Ｔｈｅｕｄｅｒｉｃ ＩＩＩ）以及希尔德

里克二世，皆为正统墨洛温君主。③ 就上层统治结构而言，两个二级王国稍有不同。 奥斯

特拉西亚国王实行宫相辅政制，相继协助国王处理军政要务的丕平一世（ Ｐéｐｉｎ Ｉ，６３９—
６４０ 年任宫相） 、格里莫阿尔德一世（Ｇｒｉｍｏａｌｄ Ｉ，约 ６４１—６５６ 年任宫相）和伍尔夫阿尔德

（Ｗｕｌｆｏａｌｄ，约 ６５６ ／ ６６２—６７６ 年任宫相）均为当地权贵。 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国在国王

年幼期遵循王太后与辅政大臣共领国政的原则。 在王太后南特希尔德（Ｎａｎｔｈｉｌｄｅ，６３９—
６４２ 年摄政）和巴提尔德（Ｂａｔｈｉｌｄｅ，约 ６５７—６６５ 年摄政）摄政期间，国王身边的辅政大臣

由以埃加（Ａｅｇａ，６３９—６４１ 年任宫相） 、埃尔西诺阿尔德（Ｅｒｃｈｉｎｏａｌｄ，６４１—６５８ 年任宫相）
等王室近臣出任。 不过，自巴提尔德隐退谢勒（Ｃｈｅｌｌｅ）修道院后，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

国的辅政职权一直处于埃布罗安 （ Éｂｒｏïｎ） 的掌控之下，墨洛温王太后摄政现象就此

终结。④
第二阶段自提乌德里克三世第二次上台至其去世（ ６７５—６９１ 年） 。⑤ 该时期法兰克

领土上共出现 ３ 位国王。 除僭位者克洛维三世（ Ｃｌｏｖｉｓ ＩＩＩ，６７５—６７６ 年在位）外，其余两

位国王，即提乌德里克三世和达戈贝尔二世（Ｄａｇｏｂｅｒｔ ＩＩ，６７６—６７９ 年在位）⑥，皆出自墨

洛温王室。 就上层统治结构而言，埃布罗安死后（６８０ 年或 ６８１ 年） ，瓦拉托（Ｗａｒａｔｔｏ）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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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６ 世纪后期，法兰克王国境内逐渐形成三个相对独立的二级王国，即东北部的奥斯特拉西亚王

国、西北部的纽斯特里亚王国、东部的勃艮第王国。 ６１４ 年克洛塔尔二世统一法兰克王国后，
纽斯特里亚王国与勃艮第王国逐渐合并。
希尔德贝尔特，格里莫阿尔德一世之子。 由于西吉贝尔特三世起初没有儿子，格里莫阿尔德一世施

展权术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西吉贝尔特三世，让其将来继承王位。 Ｇｅｎｅｖｉèｖｅ Ｂüｈｒｅｒ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ｅ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éｒｉａｕｘ，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ｖａｎｔ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４８１－８８８ （Ｐａｒｉｓ： Éｄｉｔｉｏｎｓ Ｂｅｌｉｎ， ２０１４）， ｐ． ２７４．
西吉贝尔特三世、“继子”希尔德贝尔特是奥斯特拉西亚国王；克洛维二世和提乌德里克三世

为纽斯特里亚—勃艮第国王。 克洛塔尔三世，６５７—６７３ 年任纽斯特里亚—勃艮第国王，６６１—
６６２ 年任全法兰克王国的国王。 希尔德里克二世，６６２—６７３ 年任奥斯特拉西亚国王，６７３—
６７５ 年成为全法兰克王国的国王。
埃布罗安两次受任纽斯特里亚—勃艮第宫相，第一阶段为 ６５８—６７３ 年，第二阶段为 ６７５—６８０ ／ ６８１ 年。
６７３ 年提乌德里克三世继承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位后，埃布罗安继续出任宫相一职位；但是，在纽

斯特里亚权贵集团的反抗行动中，两人均被削去头发，发配到修院。 两年后，提乌德里克三世复位。
详见陈文海译注：《法兰克人史纪》，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第 １５９ 页；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
第 １７５ 页；“Ｐａｓｓｉｏ Ｌｅｕｄｅｇａｒｉｉ Ｉ，” ｉｎ 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ｓ ｖｉｔａｅｑｕｅ ｓａｎｃｔｏｒｕｍ ａｅｖｉ Ｍｅｒｏｖｉｎｇｉｃｉ， ｅｄｓ． Ｂｒｕｎｏ Ｋｒｕｓｃｈ
ａｎ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ｅｖｉｓｏｎ， ＭＧＨ．， ＳＲＭ， Ｔｏｍｕｓ Ｖ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 Ｈａｈｎ， １９１０）， ｐ． ２８８．
６７６ 年，曾被流放至爱尔兰的达戈贝尔二世，在主教维尔弗里德（Ｗｉｌｆｒｉｄ）的帮助下，重返法兰

克王国，成为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的继承者。 Ｂｅｒｔｒａｍ Ｃｏｌｇｒａｖｅ，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Ｂｉｓｈｏｐ Ｗｉｌｆｒｉｄ ｂｙ Ｅｄｄｉｕｓ
Ｓｔｅｐｈａｎｕ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７） ， ｐｐ． ５４－５６．
瓦拉托（６８６ 年去世）曾两次出任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国宫相，第一任期大约从 ６８０ 年到

６８２ 年，第二任期大约从 ６８４ 年到 ６８６ 年。



吉斯勒马尔（Ｇｈｉｓｌｅｍａｒ，６８４ 年任宫相）和贝尔卡尔（Ｂｅｒｃｈａｒ，６８６—６８７ 年任宫相）等法兰

克权贵先后担任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国的宫相，负责辅佐提乌德里克三世。 但是，在

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由于达戈贝尔二世于 ６７９ 年遇刺身亡，其上层统治结构发生巨变，当

地权贵马丁（Ｍａｒｔｉｎ）和丕平二世趁机夺取该王国的统治权，并与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

国展开激烈的内战。 ６８７ 年，在丕平二世获得泰尔特里战役的胜利之后，尽管法兰克王国

再次统一，但提乌德里克三世一直处于丕平二世的监控下，直至 ６９１ 年去世为止。①
第三阶段为墨洛温王朝的最后 ６０ 年。 该时期的奥斯特拉西亚王国和纽斯特里亚—

勃艮第王国几乎一直保持统一状态，共出现 ７ 位国王，除希尔佩里克二世曾有一位非加

洛林家族的宫相拉冈弗雷德（Ｒａｇｅｎｆｒｅｄ，约 ７１５—７１７ 年任宫相） ，其余 ６ 位国王的宫相皆

出自加洛林家族。 克洛维四世（Ｃｌｏｖｉｓ ＩＶ，６９１—６９４ ／ ６９５ 年在位） 、希尔德贝尔特三世和

达戈贝尔三世（Ｄａｇｏｂｅｒｔ ＩＩＩ，７１１—７１５ 年在位） 的宫相为丕平二世；克洛塔尔四世（ Ｃｌｏ⁃
ｔａｉｒｅ ＩＶ，７１７—７１９ 年在位） 和提乌德里克四世（ Ｔｈｅｕｄｅｒｉｃ ＩＶ，７２１—７３７ 年） 的宫相为查

理·马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ｒｔｅｌ，７１７—７４１ 年任宫相） 。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乌德里克四世去世

后，法兰克王国一度出现长达 ６ 年（７３７—７４３ 年）的王位虚悬期，直至希尔德里克三世登

上王位为止。 而这位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身边的辅政大臣为卡洛曼（Ｃａｒｌｏｍａｎ，７４１—７４７
年任宫相）和丕平三世。

从以上内容及与之相关的数据来看，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的上层统治结构存在三个较

为明显的特点。 第一，法兰克王国内部长期处于两个二级王国并立对抗的状态。 第二，
国王幼年继位者居多且绝大部分寿命较短。 在 １５ 位国王中，至少有 ９ 位国王在 ３—１４ 岁

的未成年时期继位为王。 另外，除克洛维三世和克洛塔尔四世的生卒年不详，余下的 １３
位国王，大约有 ９ 人没有活过 ３０ 岁，３ 人没能活过 ２０ 岁，无法与墨洛温王朝前期十数位

国王接近 ４３ 岁的平均年龄相提并论。 第三，君臣共治。 墨洛温王朝中后期，辅政要员已

经成为幼王身边必不可少的行政支柱，他们既是协助后者掌管宫廷、治理王国的近身谋

士，又是代替后者统帅军队、发号施令的最高长官。 例如，克洛塔尔三世执政之初，在王

太后巴提尔德控制下，法兰克王国中央政府设立过一个类似于内阁的行政机构，负责处

理王国要务，其成员包括埃布罗安、巴黎主教克洛德贝尔特（Ｃｈｒｏｄｏｂｅｒｔ） 、鲁昂主教奥多

因（Ａｕｄｏｉｎ）以及其他未留下姓名的权势人物。② 正是在以上三点的共同作用下，墨洛温

王朝中后期上层统治结构内部一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起初，辅政大臣因忌惮王太后

的权威而不敢有越轨之举。③ 但是，随着王太后辅政现象的消失，法兰克权贵的离心倾向

日益明显，其取代墨洛温王族统治高卢的野心昭然若揭，墨洛温王朝中后期君臣共治的

统治结构愈加难以维系，并最终随着王权的逐步衰败而走到尽头。

二、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运行曲线

就中世纪早期以血缘意识为纽带的墨洛温王族来讲，王权的构建一直是其政治生活

的核心内容，是其延续王族生命、巩固统治地位以及保护王室财产的重要手段。 在广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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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文海译注：《法兰克人史纪》 ，第 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４－１６５ 页。
“Ｖｉｔａ Ｓａｎｃｔａｅ Ｂａｌｔｈｉｌｄｉｓ，” ｉｎ Ｆｒｅｄｅｇａｒｉｉ ｅｔ ａｌｉｏｒｕｍ ｃｈｒｏｎｉｃａ， ｅｄ． Ｂｒｕｎｏ Ｋｒｕｓｃｈ， ＭＧＨ．， ＳＲＭ， Ｔｏ⁃
ｍｕｓ ＩＩ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 Ｈａｈｎ， １８８８） ， ｐ． ４８７．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 Ｓａｎｔｉｎｅｌｌｉ， “ Ｌｅｓ ｒｅｉｎｅｓ ｍéｒｏｖｉｎｇｉｅｎｎｅｓ ｏｎｔ－ ｅｌｌｅｓ ｕｎ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ｅ？” Ｒｅｖｕｅ ｄｕ
Ｎｏｒｄ ３５１ （２００３） ： ６３１－ ６５３； 朱君杙：《论墨洛温王太后弗蕾德伽德的摄政统治》 ，《古代文

明》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无垠的高卢大地上，克洛维（Ｃｌｏｖｉｓ，４８１—５１１ 年在位）曾用“铁”与“血”铸就墨洛温王权

的根基。 在墨洛温王族统治初期，无论是官职任免、法律制定、法庭运作、军队召集等世

俗事务，还是召开教务会议、颁布教规教令、授予或罢免教会圣职等宗教实践，几乎均在

墨洛温诸王的掌控之下。 他们通过举盾称王、武器传递、巡游四方、宣誓效忠等政治仪式

向世人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 对于法兰克臣民而言，但凡做出侵犯王权的行为，不

管是无意之举还是蓄意为之，皆会受到国王的惩戒，有些人甚至因擅入王室领地而付出

生命代价。① 因此，墨洛温诸王自然不会主动放弃手中执掌江山的权柄，墨洛温王权也就

不会像华莱士－海德里尔说的那样突然衰败。
就历史实际发展进程而言，辅政要员的出现势必会对王权造成影响，甚至从本质上

分解王权，只是这种历史现象需要一个过程，否则便无法解释墨洛温王族在握有实权的

辅政大臣出现后依旧伫立在高卢之巅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

可以依据各阶段王权运行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６３９—６７５ 年，国王尚能主导法兰克王国的政治走向。 达戈贝尔一世去世后，尽管奥

斯特拉西亚权贵在墨洛温王朝“父子共治”时期获得争议领土的裁断权、垄断奥斯特拉西

亚“子王”的辅政大臣职务、分得墨洛温王室的财富②，但从总体上看，西吉贝尔特三世、
克洛维二世、克洛塔尔三世和希尔德里克二世手中依旧握有足以控制法兰克王国政局的

军政大权。
其一，统军作战之权。 一般而言，统军作战乃是古代国王最基本、最明显且最持久的

权力。 从《弗莱德加编年史》第 ４ 卷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年仅 １１ 岁的西吉贝尔特

三世已经具有很强的军事号召力，他不仅可以召集奥斯特拉西亚各路头领，而且还能收

编莱茵河以东的族群。 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无法制定出周密的作战计划，西吉贝尔特三

世麾下的将士还是甘愿奉命向敌军发动进攻。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存的法兰克时

代文字史料中，尽管读者几乎无法找到克洛维二世、克洛塔尔三世和希尔德贝尔特二世

领军征伐的相关记载，但是这并不足以否定他们失去了统军作战之权。 事实上，克洛维

二世继位后，纽斯特里亚王国境内“歌舞升平、战事不再” ；克洛塔尔三世执政期间，其治

下王国一片祥和。④ 这类记载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上述国王依旧具备治理国家和

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能力。
其二，召集教务会议之权。 在法兰克王国境内，作为精英代表和宗教领袖的高卢主

教，多出自达官显贵之家，并且长期与墨洛温国王保持密切合作，而其合作的主要方式之

一便是召开教务会议。 这种会议一方面可以处理王国内部有关教义、教理和教会风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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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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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 ，第 １０３、２０４－２０５、２３４、３８３、１７３－１７４、５３０ 页。 Ｒéｇｉｎｅ Ｌｅ Ｊａｎ， “ Ｌａ
ｓａｃｒａｌｉｔé ｄｅ ｌａ ｒｏｙａｕｔé ｍéｒｏｖｉｎｇｉｅｎｎｅ，”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５８， ｎｏ． ６ （２００３） ：１２１７
－１２４１； Ｒéｇｉｎｅ Ｌｅ Ｊａｎ， Ｆｅｍｍｅｓ， ｐｏｕｖｏｉｒ ｅｔ ｓｏｃｉéｔé ｄａｎｓ ｌｅ ｈａｕｔ Ｍｏｙｅｎ Ａｇｅ （Ｐａｉｒｓ： Ｐｉｃａｒｄ， ２００１） ，
ｐｐ． １７１－１８９．
刘虹男、陈文海：《墨洛温王朝“父子共治”虚实考论———以〈弗莱德加编年史〉 为主要考察基

点》 ，《学术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
事实上，国王在年幼时不仅具备征集军队的能力，而且可以鼓舞将士的战斗意志。 比如，西吉

贝尔特三世在成为奥斯特拉西亚国王太后，奥斯特拉西亚人在和文德人的斗争中变得勇敢起

来，英勇地捍卫法兰克边境地区。 详见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 ，第 １５６ 页。
陈文海译注：《弗莱德加编年史》 ，第 １７４ 页；“Ｖｉｔａ Ｓａｎｃｔａｅ Ｂａｌｔｈｉｌｄｉｓ，” ｉｎ Ｆｒｅｄｅｇａｒｉｉ ｅｔ ａｌｉｏｒｕｍ
ｃｈｒｏｎｉｃａ， ｅｄ． Ｂｒｕｎｏ Ｋｒｕｓｃｈ， ＭＧＨ．， ＳＲＭ， Ｔｏｍｕｓ ＩＩ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 Ｈａｈｎ， １８８８） ， ｐｐ． ４８７－４８８．



宗教问题，同时还能在君主的意志下审判主教、解决政治争端、缓和教俗矛盾。① 因此，自

克洛维在奥尔良召开墨洛温王朝史上第一次教务会议开始（５１１ 年） ，传令召集或亲自主

持大型教务会议已然成为王权象征。 及至墨洛温中后期诸王统治的第一阶段，国王仍旧

拥有召集教务会议的权力。 例如，６４７—６５３ 年沙隆（ Ｃｈａｌｏｎ）教务会议开幕词提到，此次

教务会议是在荣耀之主克洛维国王（克洛维二世———引者注） 的召集和命令下举行的。
再如，６６２—６７５ 年波尔多（Ｂｏｒｄｅａｕｘ）教务会议实录有言：“遵照荣耀之王希尔德里克的命

令在波尔多教省召开教务会议。”又如，６７３—６７５ 年圣让－德洛讷（ Ｓａｉｎｔ－Ｊｅａｎ－ｄｅ－Ｌｏｓｎｅ）
教会法第 １１ 条规定：“在国王希尔德里克统治的第 １４ 年 ９ 月中旬，众主教将在国王指定

的地点举行一次教务会议。”②

其三，惩戒法兰克权贵之权。 国王对贵族的惩戒权是其巩固王国秩序、宣扬王室权

威的主要手段之一，而这一权力的使用不仅需要神权政治的理论依托，更需要依靠足够

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 例如，克洛维二世曾就“格里莫阿尔德政变案”作出审判，并对作

乱犯上者施加酷刑。 再如，希尔德里克二世曾无视法律，把法兰克贵族波迪洛（Ｂｏｄｉｌｏ）绑

在木桩上毒打。③ 尽管这类记载十分有限，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王在与贵族的明

争暗斗中尚处于优势地位。
６７５—６９１ 年，墨洛温王权在辅政大臣的侵蚀下严重受损。 在这一阶段，虽然有关墨

洛温诸王的记载多与王位更替有关，但是读者尚能看到墨洛温国王授任世俗官职和教会

圣职的史事。 例如，《梅斯年代记》有言：“瓦拉托去世后，他的女婿贝尔卡尔被国王提乌

德里克三世任命为宫相。”④再如，《维尔弗里德传》提到，达戈贝尔二世打算任命来访的

维尔弗里德（Ｗｉｌｆｒｉｄ）为斯特拉斯堡主教；在维尔弗里德谢绝国王的好意后，国王又派其

前往罗马，并赐予他大量的礼物和财富。⑤
然而，自“希尔德里克二世刺杀案”发生之后，法兰克权贵开始明目张胆地侵害墨洛

温王权。 ６７５ 年，埃布罗安利用僭位者克洛维三世征召军队，进攻纽斯特里亚；次年，他又

以国王的名义召开教务会议，公开审判奥顿主教柳德加尔（ Ｌéｇｅｒ） ，并下令将其处死；６７９
年，奥斯特拉西亚权贵集团发动叛乱，杀害国王达戈贝尔二世；６８７ 年，丕平二世借助泰尔

特里战役得胜之机，侵吞墨洛温王室财产，并派遣随从诺德贝尔特（Ｎｏｒｄｅｂｅｒｔ） 与国王一

同治理纽斯特里亚—勃艮第王国。⑥ 这些行动均对墨洛温王权造成极大伤害。
６９１—７５１ 年，墨洛温王权在加洛林家族的控制下趋向虚无。 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键

时期，墨洛温国王曾利用有限权力对抗强大的加洛林家族。 例如，７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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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尔德贝尔特三世不顾宫相格里莫阿尔德二世（Ｇｒｉｍｏａｌｄ ＩＩ，６９５—７１４ 年在任） 的反对意

见，执意将圣德尼集市的全部收入赐予圣德尼修院。 又如，在希尔佩里克二世执政期间，
还是有很多法兰克权贵愿意与其交往，其中包括不少奥斯特拉西亚权贵。 在此过程中，
他向拉德鲍德（Ｒａｄｂｏｄ）等地方部族首领发出邀请，并亲自统帅军队与拉冈弗雷德和拉德

鲍德合兵一处，在科隆战胜加洛林家族，逼迫丕平二世的遗孀普莱克特鲁德（ Ｐｌｅｃｔｒｕｄｅ）
纳供求和。①

然而，个别国王企图恢复王权的行动终究难以挽回墨洛温王族行将就木的命运。
６９１—７１５ 年，克洛维四世、达戈贝尔三世和希尔德贝尔特三世均在丕平二世的扶植下登

上王位。② 希尔德贝尔特三世在成年后虽有过反抗加洛林家族的举动，但并没有动摇丕

平二世在法兰克王国的统治地位。 ７１５—７１９ 年，希尔佩里克二世试图利用加洛林家族势

衰之际重掌大权，但在查理·马特的打击下，他最终还是成为法兰克权贵之间保持暂时

和平的交易筹码。 ７２１ 年，“手握国王、宫廷、王室财产和主要教堂与修道院的查理·马

特成为唯一的宫相，他已真正赢得战争”③，在其控制下，提乌德里克四世除颁布一些恩

赐财富的王室文书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行使实权的痕迹。 自 ７４２ 年起，废置数十年的

教务会议在查理·马特之子卡洛曼和丕平三世的主持下顺利召开。④ 希尔德里克三世在

７４４ 年发布的王室文书中甚至写道，正是在卡洛曼的支持下，他才能坐在法兰克王位

之上。⑤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墨洛温王朝中后期诸王统治的三个历史阶段，多数国王均

具备一定的显性权力，但这些权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种波动下降的趋势。
在第一阶段，西吉贝尔特三世、克洛维二世、克洛塔尔三世和希尔德里克二世拥有足以左

右法兰克中央政局的力量。 进入第二阶段后，本属于墨洛温国王的军权、审判权、召集会

议权、行政权以及王室财产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到辅政大臣的侵犯。 及至第三阶段，加洛

林家族几乎垄断了原本属于墨洛温国王的一切核心权力和王室财富，甚至拥有废立国王

之权，墨洛温王权虚无终成定局。

三、墨洛温王权走向衰败的内在机理

当朝人修前朝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历史现象。 在这一方面，取代墨洛温王族登上高

卢之巅的加洛林家族可谓尽心竭力。 他们派遣王室成员督导编史工作，选任的历史学家

几乎皆带有明显的御用色彩。 加洛林王室的政治需求是他们从事历史写作的重要指针。
正是在这种由现实政治主导的修史环境下，他们才会不遗余力地编修墨洛温王朝中后期

的历史，企图通过回顾加洛林先祖拜将称王的进程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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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墨洛温王权的衰败归咎于国王昏庸、谗臣当道。 对于笃信原始资料的传统史学来说，
这一建立在某些历史事实基础上的观点自然不容置疑；而对于强调史学功能和史家主观

意图的现代史学来讲，这一带有加洛林政治意识的说法则不足为信。 在此情况下，双方

力图借助碎片化的文字史料或主观化的史学推断来证明自身观点的做法，容易导致在墨

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问题上作出极端判定。
从总体上看，墨洛温王权衰败的内在机理既不是个别国王的昏庸无道，也不是加洛

林宫相的强势侵权，而在于墨洛温王朝君位继承制度的缺陷。 事实上，自克洛维去世以

后，墨洛温王朝始终没有形成固定的继承制度，公元 ６—７ 世纪初期出现的多次、多种分

割继承，不过是墨洛温王族内部为了平衡各方利益而采取的妥协政策。 它根本无法保证

法兰克王国万世一系，因为它给墨洛温王族带来了多次同室操戈、祸起萧墙的惨剧；而这

些惨剧又引发了一系列对墨洛温王权不利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将它彻底摧毁。 由于该问

题涉及的内容极为庞杂，在此无法进行面面俱到的阐述，而只能撮其主要，对以下三个核

心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其一，过度实行“土地政治” 。 墨洛温王朝时期，在多数情况下，国王对职官和军队的

回报或支付方式不是像罗马帝国那样付以薪酬，而是授予土地，因而其统治的物质基础

并不在于各地征收的赋税，而在于对土地的直接占有。① 墨洛温王室长期奉行所谓“土

地政治” ，即“割让土地及其用益给官员或其他强大的贵族，以换取他们的回报”②。 在征

服高卢、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墨洛温诸王将占领的大片土地以战利品的方式赏赐给公爵、
伯爵等世俗职官以及掌握精神权力的教会，从而形成遍布高卢各地的公爵领地以及教会

大地产。 这一政策在实行前期确实能够赢得法兰克世俗权贵和高卢主教团的“芳心” ，不

失为一种有效的征服策略或统治手段。 然而，当墨洛温王室成员因继承制度的缺憾而陷

入争权夺利的内战时，它便率先向墨洛温王权发起冲击。 为了在内战中占据优势地位，
墨洛温王室内部相互敌对的支系势力时常毫无节制地将其占有的土地赏赐给愿意为他

们出生入死的贵族和随从。 国王们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土地不仅是财富的标志和象征，
也是王权的基础与保障，即，统治权力必须与对土地的直接占有相结合才是有效的。 由

于无条件的赏赐，墨洛温王室直接占有的土地数量越来越少，这直接导致墨洛温诸王统

治权威的下降。
其二，国王政治权力的分散化。 ５１１—６３９ 年，除克洛塔尔一世（Ｃｌｏｔａｉｒｅ Ｉ，５１１—５６１

年在位） 、克洛塔尔二世（Ｃｌｏｔａｉｒｅ，５８４—６２９ 年在位） 、达戈贝尔一世统治时期有过短暂的

统一之外，墨洛温高卢长期处于多位国王的统治之下。 这种由分割继承而造成的统治模

式不仅将国土划分成多个部分，而且还将统一的墨洛温王权分裂成与之相对应的多个二

级王权。 在这种双重分裂下，墨洛温高卢逐渐形成了三个较为独立的二级王国，即奥斯

特拉西亚王国、纽斯特里亚王国和勃艮第王国。 各个二级王国的国王很难将自己的权力

渗透到其他王国之中，即便是 ６ 世纪末最具权势的国王贡特拉姆（Ｇｏｎｔｒａｎ，５６１—５９２ 年

在位）也只能采取“王国均衡策略”来维持自己的“最高王者地位” ，因为他始终无法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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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墨洛温王朝对其职官的回报方式，布鲁诺·杜梅茨尔（Ｂｒｕｎｏ Ｄｕｍéｚｉｌ）作过较为详细的阐

释。 详见 Ｂｒｕｎｏ Ｄｕｍéｚｉｌ， Ｓｅｒｖｉｒ ｌ’ éｔａｔ ｂａｒｂａｒｅ ｄａｎｓ ｌａ Ｇａｕｌｅ ｆｒａｎｑｕｅ． Ｄｕ ｆｏｎｃｔｉｏｎｎａｒｉａｔ ａｎｔｉｑｕｅ à ｌａ
ｎｏｂｌｅｓｓｅ ｍéｄｉéｖａｌｅ ＩＶｅ－ＩＸｅ ｓｉèｃｌｅ （Ｐａｒｉｓ： Ｔａｌｌａｎｄｉｅｒ， ２０１３） ， ｐｐ． １６８－１８０．
Ｃｈｒｉｓ Ｗｉｃｋｈａｍ，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４００－８００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 ｐ． ５８．



本上掌控其他两个王国的实际权力。① ７ 世纪前期，尽管纽斯特里亚王国与勃艮第王国

合二为一，但是，奥斯特拉西亚“子王” 的出现却进一步增强了奥斯特拉西亚的独立性。
在此之后，由于加洛林家族长期把持奥斯特拉西亚的统治大权，加之两个二级王国长期

处于敌对状态，墨洛温国王很难再将分散的中央权力重新聚拢在一起。
另外，基于对土地的占有而形成的权力关系与权力结构，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土地政

治” ，墨洛温二级国王的政治权力同样呈现分散化的趋势。 由于行政管理制度的不完善，
国王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公爵、伯爵以及主教等权力代理人对地方产生影响力。 然

而，权力代理必然导致权力分享，再加上因王室内斗而起的烂封乱赏现象，国王越加依赖

与地方权力人物的联系，其政治权力也愈加分散化、间接化。 自克洛塔尔三世统治末年

起，法兰克王国各地方领地开始逐一脱离法兰克王国的控制，其中就包括从未单独立王

的阿奎塔尼（Ａｑｕｉｔａｉｎ） 。 公元 ６７２ 年，阿奎塔尼公爵卢普（ Ｌｕｐ）召开地方会议，表达了其

想要称王的意愿。② 此后，欧多（Ｅｕｄｏ） 、胡纳尔德（Ｈｕｎａｌｄ）和魏法尔（Ｗａｉｆａｒ） 等法兰克

公爵继续领导阿奎塔尼对抗墨洛温国王，以保证自身的独立地位。 继阿奎塔尼之后，普

罗旺斯与布列塔尼也相继在地方权贵的领导下走向独立。 ６７９ 年达戈贝尔二世遇刺身亡

后，墨洛温国王完全失去了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的统治权。 此外，阿拉曼人、巴伐利亚人以

及萨克森人等族群一方面在公爵家族的带领下建立自治统治，同时还逐步向法兰克王国

腹地渗透。 公元 ７ 世纪末时，整个法兰克王国及其之前的属地已成一片散沙之势。 面对

这一状况，深陷统治危机的墨洛温诸王几乎无能为力。
直到查理·马特成为宫相，法兰克王国内忧外患的局面才有所改观。 在稳定宫廷政

治以后，查理·马特先是向萨克森人、阿拉曼人、巴伐利亚人发动进攻，将他们的土地重

新纳入法兰克王国的控制范围。 随后，他在 ７３３ 年和 ７３６ 年两次率军进攻勃艮第，打击

叛逆现象，笼络地方权贵。 ７３７ 年，在公爵希尔布兰德（Ｃ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的协助下，查理又收

复了普罗旺斯地区。③ 至此，此前分散的大片土地重新归入法兰克王国版图，只不过这次

“再征服”的领导者已不再是墨洛温国王，而是加洛林宫相。 尽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地

区在查理·马特死后再次发动叛乱，但在丕平三世的军事征服下，它们终究还是奉他为

宗主，“以很久以前的那种方式接受法兰克人的统治” ，巴伐利亚人甚至发誓不再造反。
可见，在法兰克王国从“四分五裂”到“再次统一”的过程中，加洛林家逐步取代墨洛温王

族，成为法兰克王国的权力中心。
其三，私人效忠关系的不稳定性。 英尼斯曾指出：“中世纪早期的政治是由统治阶级

内私人之间的关系规定的，而不是由‘政府性’即实现既定目标而设置的官僚机器的运转

规定的。”④对于墨洛温王朝而言，这种私人关系的基础在于个人向国王的宣誓效忠。 然

而，依靠这种关系来维持统治秩序的政治观念并不可靠。 一旦国王与法兰克权贵的私人

关系出现恶化、破裂或是断裂现象，那么，无论是身处宫廷的宫相还是身处地方的公爵，
都将不再听命于国王，甚至会出现叛变倒戈的现象。 例如，《昂德洛条约》有言：“各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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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同意：根据贡特拉姆国王和已故的西吉贝尔特国王所议定的条约，随从当中凡曾在克

洛塔尔国王死后先宣誓效忠于贡特拉姆国王，后来情况表明又转而效忠于他人者，即应

从现在的居留地被遣回。 同样，克洛塔尔国王死后，先证明宣誓效忠西吉贝尔特国王，后

来又转而投效他人者，亦应同样地被遣回” 。 再如，克洛塔尔三世执政后期和提乌德里克

三世第一次继位之初，埃布罗安采用政治蒙蔽的手段切断他们与法兰克权贵之间的联

系，导致地方叛乱。①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墨洛温王族政治构建积弊已久，无论是继承制度的缺陷，还是

随之而来的“土地政治” 、权力分散化、私人关系不稳定等问题都在不断侵蚀墨洛温王室

的统治根基。 自达戈贝尔一世后，由于国王幼小，加之母后早亡或退隐，部分居心叵测且

利益熏心的法兰克权贵便着手酝酿争夺王国统治权力的阴谋，而他们的首要目标便是控

制墨洛温王族政治构建中最薄弱却最重要的一环———君位继承。 自格里莫阿尔德政变

起，墨洛温王族依据现实政治自主安排国王人选的继承原则开始发生实质上的变化，至

查理·马特执政时期，这一继承原则被加洛林家族彻底破坏。 在此过程中，由于墨洛温

王权接连遭到辅政大臣和地方权贵的打击，他们手中的有限王权已无法左右法兰克王国

的政治走向。 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渐趋衰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结 　 语

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以华莱士－海德里尔和麦基特里克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对传

统观点的反思确实成绩斐然，只不过对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虚无论”的纠偏存在矫枉

过正现象。 实际上，对加洛林王朝而言，尽管追溯家族历史渊源、回顾先祖发展历程是个

恒定的政治需求，但不论是为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还是为保证现世统治秩序的稳定

性，其选择的历史时段、编排的历史事件、表达的历史观点、构建的历史记忆，均以历史实

际为依托。 加洛林御用史家似乎并没有过度捏造事实，而是在有利于前朝国王或冒犯当

朝之君的事情上保持沉默。 在新兴王朝的政治氛围中，他们需要让现实朝着胜利者的方

向倾斜。
虽然说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走势已大致廓清，但是法兰克政治史从传统到现代的

转型似乎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在中国的欧洲中世纪史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如何把

握西方现代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概念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尽管西方新史学的研究范式富有影响力且更具吸引力，但其并没有重塑固有的学术领

域，传统史学依旧强劲有力，政治史研究亦不会被斥之为末流。 正因如此，不应过于高估

或过度吹捧西方史学范式嬗变所带来的学术效应，而是应该立足于自身情况与实际需

求，遵循唯物史观，注重把握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之关系，在对原始文献进行准确译注的

基础上开辟一种兼容并蓄、磨合互补的研究理路。 这样才能发现西方学者尚未注意或不

愿面对的学术问题，从而让原本纯具异域色彩的法兰克文明以具有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

呈现于国际史坛。

【责任编辑：王建平；责任校对：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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